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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且农村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

城镇。 在此背景下, 进一步深入探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具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 (CHFS) 2015 年和 2017 年两期数据, 使用双重差分法、 倾向得分匹配 - 双重差

分法和模糊断点回归等方法, 实证检验了父母领取养老金与其子女劳动供给的关系。 结果

显示, 父亲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会显著增加子代劳动供给时间, 但随着农村居民家庭非转移

性收入提高, 这一影响在逐渐减弱; 母亲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子代劳动供给没有显著性影

响。 多种识别策略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 当家庭中有需要被照

料的孙代或父代与子代同住时, 父亲领取养老金能明显增加子代劳动供给时间, 这验证了

时间支持是父代领取养老金影响子代劳动供给的重要机制。 本文研究从社会养老保障代际

影响方面进一步补充了对新农保制度效果的讨论, 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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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农村老龄化比城镇更快。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 70% ,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 50% 。 其中, 城镇分别为

15. 85%和 11. 14% , 农村分别为 23. 81%和 17. 72% 。 这一基本事实引发更多关于社会

养老问题的探讨, 尤其是农村养老问题备受关注。

2009 年中国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新农保) 制度, 按照加快建立

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 推动农村减贫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逐步解决农

村居民 “老有所养” 问题。 2014 年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城居保) 合

并,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使城乡所有居民公平地享

有基本养老保障。 2022 年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解决地方财政养老金均衡问题, 在养老

层面向共同富裕目标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规定,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

坚实步伐。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中强调要改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 提高人力资源整体素质,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

充分就业, 确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总量足和素质高; 构建家庭支持体系,

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形成老年人、 家庭、 社会、 政府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新农保

制度作为新时期社会养老体系的重大举措, 其在保障老年生活的同时是否会改变农村

的有效劳动供给? 这是目前所关注的重要政策效果之一。
许多文献研究显示, 养老金会降低劳动参与率。 Ruhm (1996) 研究发现, 养老金

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因年龄段差异而不同, 在某些年龄段会减少劳动供给, 在其他年龄

段会增加劳动供给。 Imrohoroglu & Kitao (2009) 通过构建世代交叠模型 (OLG) 研究

发现, 社会保障改革推动个人在退休前将工作时间从年轻组转移到年长组; 跨期替代

弹性越大, 这种重新分配在定量上更显著。 但这些研究还只是局限于针对享受养老金

的人群本身的劳动供给变化。 中国的新农保政策实施以来, 大量文献在持续探讨参与

新农保的人群与其劳动供给关系, 结论大多数是新农保会使劳动参与率下降 (程杰,
2014; 张川川等, 2015; Huang & Zhang, 2021)。 如果仅仅分析公共政策对享受人本身

的影响, 而忽略其对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影响, 可能导致对社会养老金和劳动供给之

间关系的不完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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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公共政策不仅仅需要考虑个人的行为反应, 还需要置于一个家庭中分析其政

策效应, 其意义更为重要。 Bertrand et al. (2003) 研究发现, 社会养老金对与其共同生

活的正处于工作黄金年龄段的个人劳动供给有负向影响。 因而, 由于家庭内部的再分

配, 一个为退休群体设计的政策出人意料地改变了非目标群体的劳动供给。 事实上,

在市场吸纳劳动要素容量既定情况下, 劳动要素提供者之间进入劳动市场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 参与新农保的人群减少劳动供给, 不一定市场总的劳动供给量减少, 可能会

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进行劳动供给的相互挤出。 这意味着, 如果隔断代际之间劳动

供给的相互流动转换, 则很难准确地评判新农保的家庭劳动供给效应。
Becker (1981) 提出, 如果一个居民户的所有成员都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那么,

谁也不会在市场资本和家庭资本这两个方面均进行投资。 在市场部门专业化的成员只

会投资于市场资本, 而在家庭部门专业化的成员则只投资于家庭资本。 为追求家庭效

用最大化, 家庭内部是存在分工的。 Becker (1976) 指出, 多人家庭不只是将时间在

不同商品之间进行分配, 也会将时间在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市场活动中效率较高

的成员在消费活动中使用的时间, 少于家庭其他成员在同一活动中使用的时间, 而且

某一成员的市场效率相对提高会引起消费活动中所有其他成员的时间再分配, 从而使

前者在市场活动中支出更多的时间。 简而言之, 任意一个成员的时间分配都受到其他

成员的机会的影响。 中国建立新农保制度, 其意义远不止领取新农保人群本身的行为

选择, 还会产生人群之间的连锁和交互反应。 尤其是家庭代际之间的福祉会发生变化

和传递, 既有家庭内部分配公平问题, 还有时间配置效率问题。 家庭行为是收入不平

等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如果新农保制度的实施减少子代劳动供给, 那么这样的福利

制度就有可能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 就有可能降低而不是提升效率。
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新农保对子代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 即新农保的跨代劳动供

给效应问题。 进一步探究新农保的价值, 不仅仅对农村居民在其生命周期中如何配置

时间禀赋和劳动供给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家庭代际间如何追求

时间配置最优对整个社会效率提升的影响, 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影响共同富裕目

标的实现。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点: 第一, 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参与新农保的父代领取养

老金对其自身劳动供给影响的问题, 本文关注新农保制度对整个利益相关者的家庭成

员的交互反应, 突破观察独立个体的行为反应, 使新农保及其制度效果评价更有意义。
本文将新农保制度、 “隔代照料” 和 “子代劳动供给” 同时进行审视和交互考虑, 研

究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是否会通过隔代照料路径影响子代劳动供给。 第二, 本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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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对严谨的估计方法对这一机制过程进行检验, 同时设计了多种识别策略以增强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显示, 当家中有孩子或与子女同住时, 父亲领取养老金能

明显提高子代劳动供给时间, 验证了时间支持是父代领取养老金影响子代劳动供给的

重要机制。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为: 第二部分是对新农保制度背景和相关文献的简要综

述; 第三部分是对实证策略和所用数据的描述; 第四部分为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

析; 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 第六部分为作用机制讨论; 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　 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 制度背景

根据国务院 2009 年颁布的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

见》, 新农保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 社会统筹账户资金来自财政支

出, 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 个人账户资金来源于个人缴费、 集

体补助和政府补贴。 政策规定在三种缴费情形下①, 年满 60 周岁且未享受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村户籍老年人, 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新农保全国试点工作分批逐步进行, 历时三年实现全国覆盖。 2009 年新农保开始

试点时, 覆盖了全国 320 个县 (市); 2010 年第二批试点共有 838 个县 (市、 区、 旗)

和 4 个直辖市部分区县开展了试点工作; 2011 年第三批试点共新增试点县 (市、 区、
旗) 1064 个。 到 2012 年底, 新农保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的 2605 个县, 新农保政策在

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②。
对于城镇居民, 2011 年开展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 到 2011 年年末,

全国有 1902 个县 (市、 区、 旗) 开展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2012 年底, 基本

实现了新农保和城居保对全国适龄居民的全部覆盖, 并将两个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 2014 年, 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意见》, 正式决定将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实施,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 合并后的账户模式、 个人账户计发标准和领取条件等与新农保、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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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政策实施时已年满 60 周岁且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村户籍老年人, 不用

缴费, 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 对于政策实施时距领

取年龄不足 15 年的, 应按年缴费 (允许补缴), 累计缴费不超过 15 年; 对政策实施时距领

取年龄超过 15 年的, 应按年缴费, 累计缴费不少于 15 年。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历年)。



居保基本一致, 区别在将个人缴费档次上调, 并对基础养老金金额进行调整。 合并后,

中央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在 2014 年和 2018 年分别调整为每人每月 70 元和 88 元, 个

人账户的个人缴费标准设为 12 个档次 (100 ~ 1000 元每 100 元设一档, 1500 和 2000 元

分别设一档, 共 12 档)。 图 1 显示, 从 2009 年开始新农保试点后, 农村社会养老参保

人数逐年攀升, 从 2008 年底的 5595 万人, 到 2011 年底翻了近 6 倍, 达到了 3. 26 亿

人。 2014 年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后, 截至 2021 年底, 近 5. 48 亿人参加了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主要是农村居民。 即中国大约 40%的人口纳入了社会养老大系统。

图 1　 2008 -2021 年各类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趋势图

注: 2008 年和 2009 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 “老农保”, 2009 年之后为 “新农保”; 图

中所示均为年末参保人数。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

计算得到。

(二) 文献回顾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公共转移支付的一种方式, 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养老需

求出现的。 在这之前, 家庭赡养是养老的主要形式 (郭志刚、 张恺悌, 1996), 另外还

有个人自我养老作为补充。 不同于社会养老, 家庭养老不仅包含经济层面的代际经济

转移, 还包含时间转移 (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 通常而言时间转移有可能是双向的,

一方面子女通过为父母提供家务照料行为对其进行赡养, 另一方面父母常常为提供劳

动供给的子女提供隔代照料 (Chen et al., 2011)。

关于公共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养老模式一直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公

共转移支付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照料模式 (时间转移支持)、 代际转移支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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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部分研究表明, 社会养老保险会使美国老年人独居率上升 (Costa, 1997, 1999;

McGarry & Schoeni, 2000; Engelhardt et al., 2005); 另外一些研究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样

本得到了相反的结论 (Jensen, 2004; Edmonds et al., 2005); 从公共转移支付对老年

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来看, 许多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增加了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从而增

加了其购买正式照料的可能性 (Soldo et al., 1990); 但也有文献表明可能导致相反的

结果, 老年人利用养老金收入向子女进行代际向下的经济转移, 从而使子女为其提供

非正式照料 (Künemund & Rein, 1999; Kohli, 1999)。

反过来, 对于老年人为子女提供隔代照料而言, 公共转移支付的增加似乎会对隔

代照料产生挤入效应 (焦娜, 2016)。 原因可能在于养老金收入弥补了老年人提供隔代

照料的时间成本; 公共转移支付对私人代际转移支付的影响的研究是最集中的, 主要

从代际交换的动机角度来分析, 出于利他动机的私人转移可能导致公共转移支付挤出

私人转移支付 ( Barro, 1974; Becker, 1974; Cox & Rank, 1992; Cox & Jakubson,
1995; Maitra & Ray, 2003; Cox et al., 2004; Jensen, 2004; Juarez, 2009; Kaushal,
2014)。 如果私人转移动机为交换动机则不会引起私人转移支付的挤出 (Bernheim et

al., 1985; Cox, 1987; Künemund & Rein, 1999), 甚至有一定的挤入效应 (胡宏伟

等, 2012)。
除了与养老模式的关系之外, 公共转移支付的劳动供给效应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

重点, 现有文献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 多数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会对老年人的劳动

供给产生挤出效应 (Boskin & Hurd, 1978; Costa, 1995; Samwick, 1998; de Carvalho
Filho, 2008); 而 Crawford & Lilien (1981) 的研究表明, 社会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决

策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不同影响, 如信贷市场是否完备、 精算保险是否公平、
个体能否准确预期自己的寿命等。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 公共转移支付政策与劳动供给

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关系或者关系非常微弱 ( Hu, 1979; Krueger & Pischke, 1992;
Samwick, 1998; Baker & Benjamin, 1999)。

另外, 公共转移支付的劳动供给效应可能使一部分人的劳动供给增加, 而使另一

部分人的劳动供给减少 (程杰, 2014)。 Ruhm (1996) 使用美国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

退休历史调查 (Retirement History Longitudinal Survey) 数据研究表明, 养老金会较小

程度地提高 50 ~ 60 岁的受访者的劳动供给, 但是对 65 ~ 69 岁受访者的劳动供给有较

大的挤出效应, 拥有养老金会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劳动供给产生外溢效应; Bertrand et
al. (2003) 研究了南非的养老金计划, 发现老年人拥有养老金会挤出成年子女的劳动供

给, 而 Posel et al. (2006) 沿用 Bertrand et al. (2003) 的方法并扩大了家庭成员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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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相反的结论, 即家中有领取养老金资格的老人会增加年轻女性外出就业的可能

性。 Ardington et al. (2009) 使用南非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 领取养老金会对青年人的

劳动供给产生正向的作用, 促使其迁移到城市工作。
中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南非、 印度、 巴西和古巴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养

老保险有很多相似之处, 如参保者为农村居民、 基础养老金由公共财政拨付等, 不同

之处在于南非和巴西等国家的养老金水平较高。 相比这些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 新农

保的政策效果可能会更小 (张川川等, 2015)。 随着中国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不断完善,

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新农保的政策效果。
大多数研究均发现新农保会对子女代际转移支付产生挤出效应 (陈华帅、 曾毅,

2013; 张川川、 陈斌开, 2014), 提高了老年人经济独立性和独居的可能性 (程令国

等, 2013), 增加了老年人的消费 (岳爱等, 2013; 张川川等, 2015), 提高了养老质

量 (张晔等, 2016), 减少了老年人的贫困并提高了其福利水平 (张川川等, 2015;
Huang & Zhang, 2021)。 而对于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或新农保的劳动供给效应也有很多

文献, 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 程杰 (2014) 利用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 养老保

险覆盖和待遇会降低老年人劳动供给; 刘子兰等 (2019) 研究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

新农保对退休行为和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发现城职保会激励城镇参保人员提早退休,
而新农保对农村参保人员的农业劳动供给产生倒 U 型影响。 还有研究表明, 由于较低

的养老金发放标准, 新农保不会对老年人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或者影响微弱 (张川川

等, 2015)。
不同的养老模式涉及不同家庭内部分工, 即家庭各成员的有限时间如何在劳动供

给行为和照料行为之间分配。 已有文献发现老年人会对子女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 比

如, 与无自理能力的父母同住 (Ettner, 1995) 和提供家庭老人照料 (陈璐等, 2016)
均会减少女性子代的劳动供给。 另外一些文献研究了老年人的家庭贡献, 与父母同住

会增加子女的劳动供给 (Ogawa & Ermisch, 1996; Cardia & Ng, 2003), 父代劳动供给

行为减少会增加隔代照料行为 (封进、 韩旭, 2017)。 从另一个角度看, 隔代照料需求

会促使父代提前退休 (Lumsdaine & Vermeer, 2015; 何圆、 王伊攀, 2015), 且这一行

为在母亲中尤为明显 (Van Houtven et al., 2013); 而父代的隔代照料行为对子代劳动

供给有正向作用 (Dimova & Wolff, 2011; Arpino et al., 2014; 邹红等, 2018)。
与国外文献相比较, 国内对新农保政策效应评估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新

农保政策对老年人自身的影响, 如劳动供给、 居住安排、 福利水平和消费状况等; 二

是新农保政策对家庭内部再分配的影响, 如子女代际转移支付。 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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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研究基础, 但是鲜有文献研究新农保政策对隔代照料和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

并且在这些研究中较少使用严格的因果识别策略, 没有识别出变量之间相对 “干净”
的因果关系。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可能存在通过

父代隔代照料行为对子代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途径。 本文结合中国家庭文化的特殊性,
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 试图从家庭分工的视角估计新农保政策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因

果效应, 并通过家中是否有孙代以及与提供劳动同住子女的居住安排对影响机制进行

检验。

三　 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对于父母领取养老金是否会引起子代劳动供给发生显著性变动而言, 很难同时对

全部影响二者的因素进行控制, 这会产生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 除此之外, 子代劳动

供给获得的个人收入可能会通过家庭内部财富的私人转移支付途径影响到父母的养老

金收入, 这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 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本

文采用双重差分 (DID) 和断点回归 (RD) 方法进行检验。
(一) 双重差分方法 (DID)

双重差分方法可以通过两次差分, 消除个体潜在的不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测特征

和共同趋势对结果的影响。 本文将双重差分模型设定为以下形式:
ysit = β0 + T·β1 + TREATi·β2 + (TREATi·T)·γ + X′·λ + δs + εsit (1)

(1) 式中, ysit用于衡量 s 省中第 i 个个体的子代劳动供给时间; TREATi 为二值虚

拟变量, 变量为 1 时表示该个体为养老金领取组个体, 反之为非领取组个体; T 为年份

变量, 当 T 为 1 时表示所处年份为 2017 年, 反之为 2015 年; TREATi·T 为 DID 交乘

项, γ 表示父代领取新农保养老金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处理效应; 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

量, 包括子代和父母双方的性别、 年龄、 学历、 自评健康和户籍类型等; δs 用于度量

省份固定效应。 由于新农保政策已经不存在试点特征, 因此不需要对受访者所在地区

是否实行该政策进行控制。 为了尽量提高估计结果的 “干净” 程度, 本文将 DID 估计

方法所用样本限制在 2015 年未领取新农保的农村个体。 因此, 本文的处理组个体为

2017 年首次领取新农保的个体。 为了减少年龄趋势对结果的影响, 将父代年龄限制在

2015 年为 51 岁到 69 岁的范围内。
虽然新农保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但是否选择参保仍是个体选择的结果。

因此, 个体是否领取新农保也是一个个人选择的行为。 为了减少估计偏误, 控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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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养老金的选择性, 本文进一步在倾向得分匹配 (PSM) 的基础上进行两次差分得

到 PSM-DID 估计量。 这一方法能够通过控制处理组和控制组在 “可观测变量” 层面上

的差别, 尽量让估计过程满足条件独立性假定 (CIA)。 在估计倾向得分函数过程中,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 匹配方法采用 Kernel 匹配, 区间间隔选择默认值 0. 06。

(二) 断点回归 (RD)

为进一步提高本文估计结果的可信性, 本文利用新农保制度的特点, 采用断点回

归 (RD) 方法检验父代领取新农保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 新农保政策制度规定年满

60 周岁的参保人可以领取养老金, 考虑到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基层办事机构的执

行能力强弱的问题 (张川川、 陈斌开, 2014; 张川川等, 2015), 个体处于 60 岁时领

取养老金未必是 0 ~ 1 变动, 而是增大了领取养老金的概率。 因此, 个体是否领取养老

金 Di 和个体年龄 zi 的关系表现为:

P(Di = 1 | zi) =
g1( zi) if zi ⩾60

g0( zi) if zi < 60{ , g1( zi) ≠ g0( zi) (2)

因此, 本文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进行检验, 同时利用参数 2SLS 估计方法, 第一

阶段方程为:

Di = α0 + α1·Z i + f( zi) + εi (3)

(3) 式中, Z i 为 Di 的工具变量, 在本文中为个体年龄是否大于 60 岁, f ( zi) 为

年龄函数, 本文将其设定为二次形式①。 第二阶段方程为:

Yi = λ0 + λ1·Di + f( zi) + εi (4)

(三)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2015 年和 2017 年两期的跟踪调查数据, 样

本分布于 29 个省、 367 个县 (区、 县级市)、 1481 个社区, 覆盖 40011 户家庭和

127012 名个体, 具有全国、 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 CHFS 提供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

与保险、 就业情况, 能够度量家庭成员的养老保险领取信息及劳动供给状况, 且能够

根据家庭成员的关系对子代和父代的信息进行匹配。 因此, CHFS 适合用于进行本文

研究。

为了保证样本的有效性进而更加准确地对子代的劳动供给状况进行描述, 将子代

年龄控制在 20 ~ 60 岁。 这个年龄段的子代通常更有可能提供劳动供给, 同时对没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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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劳动供给时间的样本进行剔除。 对于父代, 在符合条件的子代样本的基础上将父代

信息进行匹配, 将父母信息均未匹配上或者只有父母其中一方信息的样本进行剔除。

按照新农保政策规定, 年满 16 周岁 (不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农村居民, 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 城镇户口居民不具备参加新农保的

条件。 因此, 将户口类型为城镇但是回答已领取养老保险类型为新农保的父代样本进

行剔除, 同时本文将考察的对象限制在农村居住的父代。 为了估计出更加 “干净” 的政

策效果, 在已领取新农保的样本中将同时还领取了政府事业单位退休金、 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金、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和城乡统一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样本进行剔除。

四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将子代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子代劳动供给程度的变量。 根据问卷

中的问题 “在工作月, 平均每个月工作多少天?” 和 “在工作日, 平均每天工作几小

时?”, 计算出子代 “年工作小时数”。 然后将 “年工作小时数” 除以 360, 得到子代日

劳动时间。

2. 解释变量。 将父亲或者母亲是否领取新农保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结合问卷中的

“参加的是下列哪种社会养老保险?” 和 “相应社会养老保险是否已开始领取?”, 将回

答参加了新农保且已开始领取的样本视为已领取新农保样本, 其余均设为未领取新农

保样本。

3.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地控制可观测变量对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三类变量进行

了控制, 包括子代的基本特征、 父代的基本特征以及省份变量①。 对子代的年龄、 性

别、 户口类型、 最高学历和自评健康状况进行控制。 由于劳动供给问题和养老问题实

际上都是家庭问题, 因此, 同时对父亲和母亲的年龄、 婚姻状况、 户口类型、 最高学

历和自评健康等基本特征进行了控制。 并且, 由于新农保的领取条件需要年满 6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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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更清晰对省份变量进行描述, 这部分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 地区 1、 地区 2 和地区

3 分别表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地区划分标准如下: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 天

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 吉

林、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陕

西、 甘肃、 青海、 新疆、 广西、 内蒙古、 宁夏、 西藏 (CHFS 数据库调查省份不包括新疆和

西藏)。



岁, 将父代样本的年龄窗宽限制 50 ~ 70 岁之间。

(二) 数据描述性统计

从表 1 中 2015 年和 2017 年两期的截面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 2015 年样本

中子代日劳动时间均在 6. 8 小时左右, 2017 年样本中子代日劳动时间在 7. 8 小时左右;

所有样本中子代年龄均为 30 岁左右, 男性且农业户口居多, 大部分个体完成了初中教

育, 完成中专教育的个体占 20% ~25% , 自评健康的平均水平为 “好”; 父代开始领取

新农保的占比为 20% ~30%左右, 且父代平均年龄处在 55 ~ 58 岁左右, 多数为农业户

口; 完成小学教育的占 70% ~90%左右, 完成初中教育的占 30% ~ 50% 左右, 完成中

专教育的微乎其微。 可以看出, 由于年代的原因, 子代和父代最高学历之间有显著的

差距, 且父代平均自评健康水平为 “一般”, 各样本中家庭中有 16 岁以下家庭成员的

样本接近一半。

表 1　 RD 估计分父母样本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2015 年样本 2017 年样本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子代

日劳动时间(小时数) 6. 811 1. 084 6. 815 1. 083 7. 773 2. 293 7. 808 2. 336

年龄 29. 19 5. 35 30. 29 5. 61 29. 56 5. 37 30. 60 5. 64

性别(女 = 0) 0. 801 0. 400 0. 821 0. 384 0. 799 0. 401 0. 823 0. 382

户口类型(非农业 = 0) 0. 934 0. 249 0. 935 0. 247 0. 950 0. 218 0. 952 0. 215

是否完成小学教育 0. 994 0. 080 0. 991 0. 092 0. 994 0. 075 0. 993 0. 084

是否完成初中教育 0. 877 0. 328 0. 864 0. 343 0. 891 0. 311 0. 874 0. 332

是否完成中专教育 0. 209 0. 406 0. 200 0. 400 0. 242 0. 428 0. 222 0. 416

自评健康 2. 115 0. 831 2. 131 0. 844 2. 105 0. 846 2. 129 0. 874

父亲

是否领取“新农保” 0. 204 0. 403 0. 257 0. 437 0. 247 0. 431 0. 303 0. 460

年龄 57. 16 5. 48 58. 56 6. 34 57. 42 5. 48 58. 71 6. 30

婚姻状况(未婚 = 0) 0. 998 0. 046 0. 998 0. 049 0. 997 0. 055 0. 995 0. 069

户口类型(非农业 = 0) 0. 966 0. 181 0. 969 0. 173 0. 971 0. 168 0. 973 0. 163

是否完成小学教育 0. 910 0. 286 0. 905 0. 293 0. 909 0. 288 0. 899 0. 302

是否完成初中教育 0. 552 0. 497 0. 531 0. 499 0. 563 0. 496 0. 541 0. 498

是否完成中专教育 0. 011 0. 103 0. 010 0. 099 0. 009 0. 093 0. 010 0. 097

自评健康 2. 853 0. 980 2. 882 0. 985 2. 924 1. 045 2. 952 1.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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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2015 年样本 2017 年样本

父亲 母亲 父亲 母亲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母亲

是否领取“新农保” 0. 146 0. 353 0. 190 0. 392 0. 185 0. 388 0. 237 0. 425

年龄 54. 73 5. 647 56. 45 5. 297 55. 19 5. 676 56. 80 5. 330

婚姻状况(未婚 = 0) 0. 999 0. 029 1 0 0. 994 0. 075 0. 992 0. 087

户口类型(非农业 = 0) 0. 982 0. 133 0. 985 0. 120 0. 986 0. 116 0. 989 0. 102

是否完成小学教育 0. 722 0. 448 0. 699 0. 459 0. 746 0. 435 0. 730 0. 444

是否完成初中教育 0. 326 0. 469 0. 318 0. 466 0. 337 0. 473 0. 333 0. 471

是否完成中专教育 0 0. 021 0 0. 022 0. 003 0. 051 0. 002 0. 049

自评健康 2. 995 1. 025 3. 023 1. 024 3. 051 1. 051 3. 076 1. 045

其他

家中是否有小孩 0. 509 0. 500 0. 537 0. 499 0. 531 0. 499 0. 559 0. 497

地区 1(东部 = 1) 0. 373 0. 484 0. 373 0. 484 0. 406 0. 491 0. 386 0. 487

地区 2(中部 = 1) 0. 331 0. 471 0. 336 0. 473 0. 333 0. 471 0. 355 0. 478

地区 3(西部 = 1) 0. 296 0. 457 0. 291 0. 454 0. 262 0. 440 0. 260 0. 439

样本量 2334 2107 2275 2090

　 　 注: 分父母样本指的是分别将父亲和母亲控制在 50 ~ 70 岁的分样本; 自评健康 1 ~ 5 分别代表非常好、 好、 一

般、 不好、 非常不好; 家中是否有小孩指家中是否有 16 岁以下的家庭成员。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在 DID 估计样本中①,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根本区别在于父代是否领取新农保, 只有

超过 60 周岁参保人群才具备领取新农保的条件, 因而造成两组样本家庭成员的个体特

征存在差异性。 新农保的政策规定 “年满 60 周岁且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的有农村户籍的老年人, 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

费”, 部分样本在 2015 年超过 60 岁且未领取新农保但在 2017 年领取新农保, 可能是因

为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在参保缴费。 无论是 2015 年样本还是 2017 年样本, 处理组样本中

子代平均年龄比控制组高 3 岁左右, 且男性、 农业户口子代占比更高, 平均已完成最

高学历程度更低, 完成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程度相差不大, 但完成中专教育程度占比

低了 30%左右。 对于父代特征也有相同结论, 相比于控制组样本, 处理组样本父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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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更大, 多为农业户口, 且平均最高学历程度更低, 平均自评健康状况更差, 两

组样本的差异性主要是在于这些基本特征本身和年龄有很大的相关性。

五　 实证分析

(一)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对 DID 估计的处理效应进行分析 (见表 2)。 由于样本中包含部分多个子代

对应一对父母的样本, 因此对这一样本估计得到的残差可能在家户层面上存在相关性。

为了避免高估统计显著性, 本文在估计过程中均同时报告怀特稳健标准误和聚类在家户

层面上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本文估计结果显示, 标准误在家户层面做聚类调整没有改变系

数的统计显著性。 由表 2 汇报的结果可以发现, 父亲领取新农保可以显著提高子代的劳动供

给时间, 父亲领取新农保后子代平均日劳动时间提高 0. 7 至 1. 3 个小时 (PSM-DID 估计量)。

由于家庭内部父母双方均有可能领取新农保, 若在全样本下对父亲是否领取进行

估计, 这一估计结果很有可能受到母亲领取新农保的影响。 例如在对父亲领取新农保

的政策效果进行估计的过程中, 如果控制组中出现母亲领取新农保的个体, 通过家庭

内部的交互效应就有可能影响控制组子代的实际劳动供给时间, 并且进一步会低估父

亲领取养老金实际的政策效果。 为了防止政策溢出效应影响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

分别对父母领取养老金的处理效应进行估计。 同时为了剔除家庭内部领取养老金后产

生交互影响, 在对父母双方进行分别估计的过程中, 均将控制组中对方领取新农保样

本予以剔除并重新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 2 第 (2) 列。

表 2　 父代领取养老金对子代劳动供给影响的 DID 估计结果

变量

对父亲领取养老金回归结果

(1) (2)

DID PSM-DID DID PSM-DID

处理效应

0. 735
(0. 267∗∗∗)
[0. 323∗∗]

0. 771
(0. 345∗∗)
[0. 383∗∗]

1. 393
(0. 370∗∗∗)
[0. 481∗∗∗]

1. 391
(0. 396∗∗∗)
[0. 4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1 0. 13 0. 13 0. 20

观测值 1402 1382 1299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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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对母亲领取养老金回归结果

(1) (2)

DID PSM-DID DID PSM-DID

处理效应

- 0. 026
(0. 219)
[0. 227]

0. 201
(0. 335)
[0. 337]

- 0. 213
(0. 347)
[0. 356]

0. 484
(0. 463)
[0. 4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08 0. 03 0. 09 0. 03
观测值 1109 1122 911 919

　 　 注: 表中括号内为怀特稳健标准误, 方括号内为聚类在家户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p <0. 01,∗∗p <0. 05,∗p <0. 1;
表中第 (1) 列为51 -69 年龄段的全样本估计, 第 (2) 列分别为在此年龄段内父母双方有一方未领取新农保条件下

的估计结果;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子代年龄、 性别、 最高学历、 户籍类型、 自评健康, 父代特征控制了父母双方

年龄、 户籍类型、 学历和自评健康,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表 2 第 (1) 列和第 (2) 列的对比结果, 我们能够验证家庭内部领取养老金

后可能存在交互效应的分析结论, 即控制组当中含有对方领取新农保样本会对实际估

计结果产生低估影响。 同时对比 DID 估计量和 PSM-DID 估计量可以发现, 后者的估计

结果高于前者, 这说明只利用 DID 估计量进行检验可能会产生样本选择性偏误。 对比

数据描述性统计和 PSM 过程下的平衡性结果, 也能验证 PSM-DID 估计量相比 DID 估计

量更满足条件独立性假定①。 本文对母亲领取新农保的估计结果显示, 母亲领取新农保

并不会对子代劳动供给有显著性影响, 这一结果可从中国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视角进

行解读。 现有文献已经证明, 父母领取养老金能够显著提高其对子代的时间支持 (焦
娜, 2016; 于新亮等, 2019); 从家庭劳动分工的视角出发, 家庭内部劳动一般以母亲

为主, 同时在承接代际劳动分工时也以母亲提供的劳动较多 (姚先国、 谭岚, 2005;
续继、 黄娅娜, 2018), 即母亲是对子代提供时间转移的主要角色。 母亲的时间支持对

子代而言本身具有很高的禀赋效应, 因此对于母亲领取养老金而言, 这一过程不会对

母亲的时间支持产生明显的影响, 进而难以对子代劳动供给产生显著的提高作用。
共同趋势是DID估计量的一个关键假设, 只有当控制组和处理组在政策前后具有同向变

动趋势时得到的估计量才有可靠性。 本文DID共同趋势检验见图 2, 可以发现图 2 结果支持处

理组和控制组具有相同变动趋势, 因此满足共同趋势假设, 说明本文DID估计量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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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共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二) 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本文的 RD 估计所用数据为截面数据, 此处不采用面板数据在于防止出现在断点两

侧比较的样本实际为同一个人, 进而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 同时为了防止受访者领取

其他养老金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本文将领取其他养老金的样本全部予以剔除, 并将

受访者限定在农村地区。 对 RD 结果, 本文首先对第一阶段的间断特征以及驱动变量和

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报告, 相关结果见图 3 和图 4。 由于本文采取对父母领取养老

金分别估计的方法, 因此在报告断点结果时需要对二者进行分别展示。 从图 3 中可以

发现, 第一阶段中父母年龄对其是否领取养老金具有明显的间断特征, 在 60 岁处有明

显跳跃特征, 因此满足模糊断点回归第一阶段估计, 子代劳动供给时间在父母年龄为

60 岁处同样存在明显的跳跃特征。 但对于其显著性则需要做进一步参数估计, 根据图

3 和图 4 的结果, 对于本文研究而言适合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进行检验。

图 3　 父母在不同年龄下领取新农保概率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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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父母不同年龄下子代日提供劳动时间的分布状态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表 3 报告了 RD 的参数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对 2015 年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根据图 4

报告的结果, 本文在估计过程中以二次方形式控制了年龄函数①, 并在不同的窗宽下进

行估计。 对标准误的调整而言, 本文此处也同时报告了怀特稳健标准误和聚类在家户

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结果显示做家户层面的聚类调整没有改变本文估计结果的显

著性程度。 本文估计的两类稳健标准误的大小关系符合理论预期, 因此本文结果较为

稳健。 根据表 3 的结果可知, 第一阶段估计中父母年龄是否大于 60 岁显著影响其是否

领取养老金, 工具变量 F 值远大于临界标准, 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 父亲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会显著提高子代的劳动供给时间,

而母亲领取养老金对子代劳动供给则不存在显著性影响②。 本文的 RD 估计结果与 DID

估计结果一致, 利用不同的样本比较证明了本文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需要注意

的是, 这一估计结果是基于 2015 年的样本得到的, 2015 年后其他政策实施使得农村居民

收入得到大幅提升, 而新农保养老金收入却没有显著提高, 该养老金产生的影响可能随

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而下降, 因此需要对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后的效应做进一步估计。

本文进一步利用 2017 年截面数据做估计, 表 4 报告了 2017 年的估计结果。 根据表

4 中的结果可知, 2017 年父亲领取养老金对子代的劳动供给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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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提供劳动时间和父母年龄呈现明显倒 U 关系, 因此本文以二次函数对年龄进行控制, 本

文同时检验了多种函数下的估计结果, 显著性程度未发生本质变化, 但结果显示二次函数下

的估计结果更为稳健。
本文同时对父母双方只有一方领取养老金的样本进行了估计, 以排除家庭内部交互效应对结

果可信性产生影响, 估计结果与文中汇报的结果相比系数略大, 显著性未发生改变, 因此本

文不再进行报告。



其统计显著程度仅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这一显著性结果明显低于 2015 年数据的估计

结果, 本文认为这一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新农保的发放金额没有出现较大幅度提升, 而

农村居民家庭的非转移性收入出现了明显提高。 相比于非转移性收入提高, 新农保养

老金的政策效果被进一步稀释, 导致其估计结果的显著性下降。

表 3　 父母领取养老金对子代劳动供给的 RD 估计结果 (2015 年模糊断点回归)

年龄范围

父亲 母亲

+ / - 5 + / - 6 + / - 7 + / - 5 + / - 6 + / - 7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子代日劳动时间)

是否领取新农保

0. 902
(0. 376∗∗)
[0. 401∗∗]

0. 736
(0. 285∗∗∗)
[0. 306∗∗]

0. 797
(0. 259∗∗∗)
[0. 279∗∗∗]

- 0. 532
(0. 506)
[0. 541]

- 0. 255
(0. 419)
[0. 448]

- 0. 393
(0. 369)
[0. 397]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否大于 60 岁

0. 401∗∗∗

(0. 051)
[0. 059]

0. 467∗∗∗

(0. 046)
[0. 056]

0. 479∗∗∗

(0. 043)
[0. 051]

0. 288∗∗∗

(0. 058)
[0. 067]

0. 317∗∗∗

(0. 053)
[0. 062]

0. 347∗∗∗

(0. 049)
[0. 057]

弱工具变量检验 94. 03 152. 58 209. 27 36. 62 53. 79 83. 39

观测值 1161 1339 1623 997 1130 1371

　 　 注: 表中括号内为怀特稳健标准误, 方括号内为聚类在家户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 01,∗∗ p < 0. 05;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父母双方的年龄、 户籍类型和学历水平, 同时控制了子代的年龄和学历水平; 弱工具变量结

果报告为 CDW 值。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同时对新农保年龄规则对子代劳动供给影响的简约估计式进行了估计①。 简约

估计中同样将父代年龄二次方纳入回归模型以控制年龄因素的影响, 估计结果显示年龄

规则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与本文的模糊断点回归估计结果一致, 即父亲年龄断点前后

子代的劳动供给出现了显著变化, 而母亲年龄是否大于 60 岁对子代劳动则没有出现显著

性影响。 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限制了受访者户籍为农村户籍下的样

本进行了估计, 估计结果的统计显著性与本文报告结果显著性程度一致, 仅有系数上的

略微变动。 除此之外, 本文同时对 2015 年和 2017 年追踪到的受访样本进行检验, 检验结

果的显著性与本文报告的结果一致。 因此, 本文不再对这一结果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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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父母领取养老金对子代劳动供给的 RD 估计结果 (2017 年模糊断点回归)

年龄范围

父亲 母亲

+ / - 5 + / - 6 + / - 7 + / - 5 + / - 6 + / - 7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子代日劳动时间)

是否领取新农保

0. 880
(0. 575)
[0. 588]

0. 919∗

(0. 480)
[0. 497]

0. 807∗

(0. 432)
[0. 444]

- 0. 155
(0. 955)
[1. 000]

- 0. 391
(0. 815)
[0. 857]

- 0. 669
(0. 669)
[0. 704]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否大于 60 岁

0. 492∗∗∗

(0. 048)
[0. 054]

0. 542∗∗∗

(0. 045)
[0. 050]

0. 567∗∗∗

(0. 040)
[0. 045]

0. 346∗∗∗

(0. 059)
[0. 065]

0. 378∗∗∗

(0. 053)
[0. 058]

0. 413∗∗∗

(0. 048)
[0. 052]

弱工具变量检验 198. 26 301. 42 442. 52 60. 98 96. 66 150. 01

观测值 1171 1412 1651 990 1259 1491

　 　 注: 表中括号内为怀特稳健标准误, 方括号内为聚类在家户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 01,∗∗ p < 0. 05;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父母双方的年龄、 户籍类型和学历水平, 同时控制了子代的年龄和学历水平; 弱工具变量结

果报告为 CDW 值。
资料来源: 根据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RD 估计能否得到一致估计量需要检验估计过程是否满足一定的识别假设条件, 本

文已经对不同窗宽下和不同函数形式下的结果进行了检验, 初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但是, RD 估计结果的一致性还需要满足驱动变量不受人为操纵和控制变量在驱动变量

断点处不存在显著跳跃等条件。 本文接下来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

本文首先对受访者年龄是否受到人为操纵的假设进行检验。 一种检验方式是查看

驱动变量的分布状态, 观察断点前后是否有明显的变动趋势, 一旦驱动变量存在人为

操纵的现象, 此时 RD 估计量将不再可信。 图 5 报告了父母年龄在 60 岁断点处的分布

状态, 结果显示父母年龄在 60 岁左右的分布较为均匀。 因此, 本文选取的驱动变量受

人为操纵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本文所用样本为微观调查样本, 受访者难以隐瞒或谎报

年龄, 从数据生成过程的角度也可排除受访者个体年龄受到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RD 估计量的有效性还需要检验选取的控制变量在断点处是否出现明显跳跃。 若控

制变量出现显著变化, 此时 RD 估计量得到的结果将难以证明是本文所关注的政策带来

的。 表 5 报告了本文 RD 估计过程选取的控制变量在驱动变量断点处的连续性检验结

果。 检验结果显示控制变量在断点处没有出现显著的间断特征, 因此, 能够排除控制

变量的跳跃特征对结果的影响, 说明本文结果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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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驱动变量分布状态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表 5　 控制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年龄范围

父亲 母亲

+ / - 5 + / - 6 + / - 7 + / - 5 + / - 6 + / - 7

2017 年样本

子代学历
0. 015

(0. 163)
0. 033

(0. 160)
- 0. 051
(0. 146)

- 0. 067
(0. 186)

- 0. 119
(0. 168)

- 0. 109
(0. 153)

父亲学历
0. 012

(0. 115)
0. 007

(0. 105)
- 0. 110
(0. 100)

- 0. 169
(0. 110)

- 0. 166
(0. 100)

- 0. 165
(0. 093)

母亲学历
0. 082

(0. 102)
0. 017

(0. 092)
0. 004

(0. 087)
0. 067

(0. 114)
0. 055

(0. 101)
- 0. 047
(0. 096)

父亲户籍
- 0. 004
(0. 020)

- 0. 010
(0. 019)

- 0. 007
(0. 017)

0. 002
(0. 009)

0. 010
(0. 011)

0. 008
(0. 010)

母亲户籍
- 0. 010
(0. 006)

- 0. 009
(0. 006)

- 0. 009
(0. 006)

0. 002
(0. 004)

- 0. 004
(0. 004)

- 0. 004
(0. 004)

2015 年样本

子代学历
0. 101

(0. 183)
0. 101

(0. 167)
0. 051

(0. 153)
0. 245

(0. 179)
0. 144

(0. 169)
0. 156

(0. 154)

父亲学历
0. 128

(0. 116)
0. 097

(0. 107)
0. 036

(0. 099)
0. 114

(0. 116)
0. 197

(0. 110)
0. 156

(0. 101)

母亲学历
- 0. 163
(0. 117)

- 0. 160
(0. 107)

- 0. 143
(0. 098)

- 0. 103
(0. 113)

- 0. 102
(0. 103)

- 0. 134
(0. 097)

父亲户籍
0. 014

(0. 016)
0. 007

(0. 014)
0. 017

(0. 017)
0. 039

(0. 025)
0. 032

(0. 023)
0. 018

(0. 021)

母亲户籍
0. 011

(0. 009)
0. 017

(0. 009)
0. 015

(0. 009)
- 0. 012
(0. 010)

- 0. 005
(0. 011)

- 0. 005
(0. 011)

　 　 注: 表中括号内为聚类在家户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和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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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也同时进行了证伪检验。 新农保政策规定只有农村户籍人员可以参保, 因此

理论上这一政策产生的任何效果在非农村户籍中不应该存在。 将参与其他养老项目的

受访样本予以剔除后, 在此受访样本基础上新农保政策的年龄规则理论上应该对子代

的劳动供给不会产生显著性影响。 按照这一原则本文对城镇户籍人口进行回归, 以达

到证伪检验的目的。

表 6 报告了本文的证伪检验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对城镇户籍人口, 父母年龄是否

大于 60 岁对子代的劳动供给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并且对于不同的年龄函数形式, 估

计系数的显著性程度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 本文的检验过程通过了证伪检验, 这一检

验过程进一步验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表 6　 年龄规则对子代劳动供给的证伪检验结果 (城镇户籍人口)

年龄范围

父亲 母亲

+ / - 7 + / - 7 + / - 7 + / - 7 + / - 7 + / - 7

年龄大于 60 岁
- 0. 194
(0. 226)

0. 301
(0. 287)

0. 289
(0. 285)

- 0. 006
(0. 312)

0. 466
(0. 366)

0. 449
(0. 364)

年龄函数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03 403 403 238 238 238

R2 0. 090 0. 113 0. 114 0. 019 0. 046 0. 046

　 　 注: 表中括号内为怀特稳健标准误;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父母双方的年龄、 户籍类型和学历水平, 同时控制

了子代的年龄和学历水平。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六　 作用机制讨论

本文将父母领取新农保对子代劳动供给影响的中间机制解释为, 父母领取养老金后

会降低其自身有偿劳动供给并提高家庭内部的代际时间支持。 例如, 提供隔代照料等行

为,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子代减少其自身在家庭内部的劳动供给并对有偿劳动供给形成

促进作用。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是否成立, 本文根据家庭中是否有 16 岁以下成员的标准,

进行分样本回归的机制验证 (封进、 韩旭, 2017)。 这一变量相对于父母领取新农保而言

为外生变量, 即父母是否领取新农保不会改变其家庭内部是否有 16 岁以下成员。 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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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领取新农保的样本相对年龄较大,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家庭内部有孩子的概率,

从而降低这一分类变量的外生性。 为了避免这一因素的影响, 本文将家庭当中有 0 ~ 3 岁

儿童的样本予以剔除, 并对剩余样本进行分样本的异质性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7。

表 7　 领取新农保下的分样本机制检验 (以家庭中是否有孩子划分)

年龄范围

家中有 16 岁以下成员 家中无 16 岁以下成员

+ / - 5 + / - 6 + / - 7 + / - 5 + / - 6 + / - 7

父亲样本

第二阶段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子代日劳动时间)

是否领取新农保
1. 737∗∗∗

(0. 672)
1. 257∗∗∗

(0. 470)
1. 237∗∗∗

(0. 402)
0. 017

(0. 534)
0. 117

(0. 437)
0. 187

(0. 409)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否大于 60 岁
0. 373∗∗∗

(0. 075)
0. 452∗∗∗

(0. 070)
0. 474∗∗∗

(0. 064)
0. 422∗∗∗

(0. 095)
0. 472∗∗∗

(0. 088)
0. 475∗∗∗

(0. 082)

弱工具变量检验 44. 67 79. 18 109. 24 42. 87 64. 04 88. 80

观测值 663 768 894 497 570 728

母亲样本

第二阶段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子代日劳动时间)

是否领取新农保
- 0. 838
(0. 829)

- 0. 273
(0. 589)

- 0. 380
(0. 533)

- 0. 185
(0. 710)

- 0. 323
(0. 729)

- 0. 499
(0. 658)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否大于 60 岁
0. 248∗∗∗

(0. 082)
0. 297∗∗∗

(0. 077)
0. 320∗∗∗

(0. 070)
0. 377∗∗∗

(0. 118)
0. 363∗∗∗

(0. 108)
0. 400∗∗∗

(0. 103)

弱工具变量检验 16. 04 27. 20 41. 27 22. 39 25. 31 38. 78

观测值 608 687 806 387 441 564

　 　 注: 表中括号内为聚类在家户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p < 0. 01,∗∗p < 0. 05;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父母双方

的年龄、 户籍类型和学历水平, 同时控制了子代的年龄和学历水平; 弱工具变量结果报告为 CDW 值。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表 7 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对家庭内部有 16 岁以下成员的样本, 父亲领取新

农保对子代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当家庭中没有 16 岁以下成员时影响并

不显著。 这验证了本文前文的结果, 即家庭内部的隔代照料是父亲领取养老金可以促

进子代提供劳动的重要作用途径。 在分样本下, 母亲领取新农保均没有对子代提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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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供给产生显著性影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母亲作为家庭内部代际时间支持的主

要承担者, 其自身对于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因此, 母亲领取新农

保对子代劳动供给的影响有限。

如果新农保会改变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机制成立, 在养老金发放水平不高的前提

下这一机制应当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 这一范围可以用居住安排加以度量, 因此本

文认为, 在提供劳动的子代和领取养老金的父母同住时, 该结果的显著性应高于非同

住条件下的估计结果。 根据这一原则, 本文进一步按照提供劳动的子代是否与父母同

住进行分样本的异质性估计。 由于新农保的发放金额有限, 可以排除由交易动机等因

素驱使子代在父母领取养老金后改变居住安排状态①。 因此, 可以按照此变量进行分样

本机制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8。

表 8　 领取新农保下的分样本机制检验 (以居住安排划分)

年龄范围

与提供劳动子女同住 不与提供劳动子女同住

+ / - 5 + / - 6 + / - 7 + / - 5 + / - 6 + / - 7

父亲样本

第二阶段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子代日劳动时间)

是否领取新农保
1. 741∗∗

(0. 729)
1. 246∗∗

(0. 488)
1. 096∗∗∗

(0. 402)
0. 113

(0. 571)
0. 218

(0. 441)
0. 492

(0. 425)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否大于 60 岁
0. 341∗∗∗

(0. 075)
0. 417∗∗∗

(0. 070)
0. 454∗∗∗

(0. 064)
0. 452∗∗∗

(0. 097)
0. 518∗∗∗

(0. 088)
0. 495∗∗∗

(0. 079)

弱工具变量检验 40. 81 73. 54 115. 02 42. 87 67. 48 80. 00

观测值 709 808 992 450 529 629

母亲样本

第二阶段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子代日劳动时间)

是否领取新农保
- 0. 322
(0. 891)

0. 756
(0. 636)

- 0. 403
(0. 576)

- 0. 550
(0. 626)

- 0. 409
(0. 607)

- 0. 369
(0.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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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部分研究结果显示父母领取 “新农保” 后会提高与子女分离居住的可能性 (程令国等,
2013),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根据居住安排做分样本机制检验, 在同住样本高度正向显著的情

况下, 这一因素会导致低估同住样本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程度, 我们在机制检验部分完全可

以忽略这一影响。



续表

年龄范围

与提供劳动子女同住 不与提供劳动子女同住

+ / - 5 + / - 6 + / - 7 + / - 5 + / - 6 + / - 7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否大于 60 岁
0. 217∗∗∗

(0. 081)
0. 279∗∗∗

(0. 076)
0. 306∗∗∗

(0. 070)
0. 417∗∗∗

(0. 106)
0. 387∗∗∗

(0. 095)
0. 407∗∗∗

(0. 089)

弱工具变量检验 11. 93 24. 07 38. 49 29. 89 31. 48 44. 95

观测值 608 696 850 386 431 518

　 　 注: 表中括号内为聚类在家户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p < 0. 01,∗∗p < 0. 05; 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父母双方

的年龄、 户籍类型和学历水平, 同时控制了子代的年龄和学历水平; 弱工具变量结果报告为 CDW 值。
资料来源: 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表 8 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在与提供劳动的子女同住前提下, 父亲领取新农

保会显著增加子代的劳动供给时间。 而在不同住的样本中, 这一政策则没有显著性影

响。 这一估计结果验证了前文的机制分析, 同时也证明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对

母亲的估计结果显示, 其领取新农保在两个子样本中均没有显著性影响, 这与前文分

析结论一致。

七　 结论与启示

中国农村当前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问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在此背景下, 如何切实保障农村老人养老的同时有效促进青年提高劳动供给, 成为重

要的研究主题。 本文以新农保制度作为政策切入点,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2015 年和 2017 年调查数据, 对父母领取养老金能否有效提高子女劳动供给时间进行了

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 父亲领取新农保会显著提高子代劳动供给时间, 但随着

农村居民家庭非转移性收入提高, 这一显著性影响在逐渐减弱, 这与新农保养老金

金额没有发生显著提高有关。 第二, 母亲领取新农保这一外部冲击失效, 并不会对

子代劳动供给有显著性影响。 其作用机制是, 由于受传统分工和家庭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农村地区母亲往往是提供代际间照料的主要行为者, 无论有无外部冲击施加

给母亲, 母亲隔代照料带给子代的劳动供给选择均具有一定惯性和稳定性, 即母亲

对子代的子女提供隔代照料具有很强的禀赋效应, 导致母亲领取养老金水平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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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新农保这一外部冲击不会对子代劳动供给产生显著性影响。 为了提高估计

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利用多种识别策略和估计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检验, 结果较为

稳健。 第三, 本文以代际间时间照料作为影响机制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为了验证

这一机制, 本文以家庭中子代是否有孩子和是否父母与提供劳动的子女同住作为分

类变量进行分样本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 当家中有孩子或与子女同住时父亲领取养

老金能明显提高子代劳动供给时间, 这验证了时间支持是父代领取养老金影响子代

劳动供给的重要机制。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新农保在为农村老人提供养老保障的同时, 一定程度上能

够增加子代劳动供给, 这表明社会养老保障措施在影响参保人的同时还可能存在代

际影响, 家庭整体效率水平不一定降低。 因此, 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水平, 既

有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等现实问题下的农村老人养老问题, 也能对转变农村劳动人

口结构产生积极影响, 有助于将效率更高的生产要素挤入市场, 这一制度结果符合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目标的实现。 因此, 提高农村老人养老保障水平是解决当前

中国农村现实问题的可行方法之一。 本文同时提出以下几点启示并进一步讨论思考

的问题:
首先, 家庭劳务目前在经济学的核算中还未计入国民财富的统计中, 隔代照料实

际上是正外部性问题。 将青壮年从家庭照料子女的活动中释放到市场中从事生产活动,

将会增加提升经济效率的机会。 子代劳动供给增加, 会增加社会保险金收入。 在一个

国民经济体系中始终是就业者赡养非就业者, 而就业者主要集中于提供劳动供给的黄

金年龄段。 目前, 父代对孙代的隔代照料的价值尚未进入国民账户核算体系, 其增加

值尚未得到足够的体现和认同。
其次, 构建社会养老制度的目标就是使人能够在其生命周期内均衡永续地享有福

祉, 而不至于因时间偏好问题导致在老年时期生活拮据, 即令一个人能够在老年时期

享有闲暇和充足的消费。 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 是青壮年能够有激励提供足够的劳动

供给 “养活” 当期的老年父辈们。 即社会要想实现 “老有所养”, 就需要激励青壮年

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努力工作, 进入退休期的低龄 “老人” 能够提供隔代照料, 使其

处于青壮年的子女能够专心提供劳动供给。 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 提供隔代照

料, 真正实现尊老爱幼。 家庭劳动分工的优化能够带来社会效率的整体提升。
再次, 解决 “闲暇消费” 的城乡不平等问题。 基于生物学, 人可能不需要考虑退

休问题, 可以一直工作下去, 直至生命结束, 不存在社会保障问题。 但是一个国家之

所以设定法定退休年龄, 一是基于伦理思考, 二是基于效率的追求。 社会保障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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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的, 新农保更是必要的。 CHFS 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 60 岁以上农村居民劳动参

与率为 29. 17% , 城镇居民为 11. 2% 。 显然, 即使已经存在新农保制度, 农村 60 岁以

上的老人仍然不如同龄的城镇居民更闲暇。
最后, 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不应该仅仅考虑年龄因素, 还应该参考参与市场的机会。

达到退休年龄后仍继续工作的老年人, 将可以考虑减少其从社会保障系统领取的部分

养老金。 一方面是激励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 以提高青壮年劳动参与率, 避免对劳

动参与机会的挤出效应。 一般假定, 青壮年实际的工作效率比老年人高, 这主要是出

于效率的考虑。 另一方面, 不鼓励获得劳动所得的同时享受着领取养老金待遇, 这主

要是基于不平等的降低。 事实上, 本文给出更广泛的理解, 新农保需要激励的不一定

是参保人的劳动供给行为, 而是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行为, 更是整个社会的劳动供给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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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New Rural Pension Program Increase Offspring
Labor Supply? An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Hao Chunhong, Zhao Xudong, Zhang Huimin & Chen Fengjin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Data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shows that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It is

importan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ension program in rural China.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 CHFS) for 2015 and 201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iving old-age pensions by parents and labor supply of their children,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d 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ethods.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receiving the New Rural Pension by fath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abor supply time of their children, but the effect diminishes as non-

transfer income of rural households increases. On the other hand, mothers􀆳 receiving of pensio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labor supply of the children. This paper designs a variety of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robustness of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ub-sampl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nsion effect is much stronger for families with grandchildren in need of care or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ime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labor supply. The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Pension Program from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of social old-age security, and it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the rural old-age security system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new rural pension program, offspring labor supply, intergenerational time support,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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